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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皖江城市带作为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中的重要战略区，对经济发展和区域振兴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但是随着要素集

聚和经济发展，引发了农用地向建设用地快速转变、景观格局中的关键生态涵养源萎缩、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弱化等方面的快速

变化，区域生态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研究收集了皖江城市带多期、长时段的土地利用影像解译数据，获取 ＤＥＭ、降水、地形地

貌、植被覆盖等自然生态属性数据，基于 ＧＩＳ 平台，综合集成应用生态风险指数模型、空间自相关、半方差分析法开展生态风险

格局演化研究。 结果表明：皖江城市带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近 ２０ 年的生态风险整体不断上升，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生态风险明

显增强的区域主要是合肥以及芜马铜沿江城市为主，西南大别山区与南部皖南山区没有大的变化，生态风险增加的区域主要在

低海拔和低坡度的平原、丘陵地带，区域内生态风险分布的两极分化特征明显。 有利于推动生态风险的理论研究，且对安徽参

与长江经济带建设、保护长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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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既是人类活动的空间载体，也是全球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影响着区域内生态系统的演化。 自

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在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过程中对于维持地球生命系统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稳定性是保障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１］。 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干扰，生
态系统面临巨大的风险，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胁迫时，其内部某些要素或其本身的结构和功能可能发生退

化［２］。 生态风险的不确定性使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难以准确预料危害性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强度和范围，
继而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失，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物种的衰亡等［３］。 国内关于土地利用生态风

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结构等方面，运用 ＲＳ 和 ＧＩＳ 技术软件，结合土

地利用类型图、植被覆盖图来探讨生态风险［４⁃６］，且从生态风险评价的角度讨论一个完整区域在受到不同干

扰源时所面临的生态风险威胁［７⁃９］；国外学者在关注生态实体保护的基础上，整合生态系统服务以解决内部

机制关系，同时与人类福祉等外部驱动因素产生联系［１０⁃１３］。 但不足之处在于对概念模型进行土地利用生态

风险评价时，主要基于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来研究景观生态格局的变化，以此来评价生态风险，缺少空间相关

分析和定量化。 与土地利用分析相结合的生态风险评价逐渐成为环境管理视角研究的主要特点，目前的研究

多以土地利用的结构计算结果构建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土地利用类型的

权重，最后根据空间分析模块总体相关部分模拟区域内部生态风险的变化情况［１４⁃１５］，而以长时段的土地利用

变化数据结合 ＤＥＭ 等栅格数据来研究生态风险的变化较少。 本研究拟以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数据、ＤＥＭ
数据等作为基础，以土地生态服务价值、功能系统演化为出发点，综合选用空间分析工具和地统计分析模型，
测度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演化过程、特征，尝试揭示皖江城市带 ２０ 年来生态风险变化及其时空分异特征，为
政策制定、环境保护及沿江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皖江城市带概况

皖江城市带指安徽长江两岸的合肥、芜湖、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铜陵、宣城 ８ 个地级市全境以及六安

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位于长三角西部，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的组成部分（图 １）。 自 １９９０ 年省委省政府做出的

“呼应浦东、开发皖江”的重大决策以来，该区域人口、产业开始集聚，工业园区不断出现，对区域自然环境的

干扰破坏强度越来越大，出现生物多样性严重退化、生态环境功能衰退、环境承载力及容量过饱和等生态资源

风险。 近年，在长江大保护这一绿色发展方略下，皖江城市带地区土地利用快速变化、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日益

脆弱、生态体系破坏及其引发的风险等生态安全问题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热点。
１．２　 数据来源

皖江城市带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ｃｎ），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 ），选取多景数据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镶

嵌合成后裁剪为研究区，数据精度为 ３０ ｍ×３０ ｍ。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划分生态风险单元

根据皖江城市带面积大小，结合数据精度以及研究目的，参考生态安全评价中有关格网划分的做法［１６］，
将研究区划分为 ５ ｋｍ×５ ｋｍ 的格网，通过等间距采样将生态风险空间化，共得到 ３３２５ 个格网单元，计算得到

每个格网的生态风险，将值赋到每个格网中心点，以此作为格网单元的生态风险值，如图 ２。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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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皖江城市带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ｅｌ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图 ２　 生态风险单元划分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ｕｎｉ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２．２　 生态风险指数计算

不同用地类型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不同，一般来说建设用地生态服务价值低，而农用地、水面等的生态

服务价值高。 样地的生态风险状态取决于该地块的不同用地类型的空间组合及比例情况，即受景观干扰度、
景观脆弱度深刻影响。 基于此，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根据样地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比例，构建土地利用

生态风险指数［１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ＥＲＩ），以此评价皖江城市带各格网单元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风险，
比较各单元的生态风险差异，见公式（１）：

ＥＲＩ ＝ ∑
ｎ

ｉ ＝ １

Ｓａｉ

Ｓｉ
Ｃ ｊ （１）

式中，ＥＲＩ 表示生态风险指数；Ｓｉ为第 ｉ 个格网的总面积；Ｓａｉ为第 ｉ 个格网第 ａ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Ｃ ｉ代表

第 ｉ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风险参数；Ｎ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２．３　 空间自相关分析（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１）全局自相关［１８⁃１９］是根据给定要素及其属性值评判其模式是否为聚类、离散还是随机，结果通过计算得

出的 Ｍｏｒａｎ′Ｉ 值、ｚ 得分以及 ｐ 值得分确定其是否具有显著性，其公式如下：

Ｉ ＝ ｎ
Ｓ０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Ｚ ｉＺ ｊ

∑
ｎ

ｉ ＝ １
Ｚ２

ｉ

（２）

Ｓ０ ＝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ｉｊ （３）

Ｚ ＝ Ｉ － Ｅ ｉ[ ]

Ｖ ｉ[ ]
（４）

式中，ｚｉ表示空间要素 ｉ 和平均值（ｘｉ－Ｘ）的差，ｗ ｉ ， ｊ表示要素 ｉ，ｊ 之间代表的空间权重，ｎ 为要素总数目，Ｓ０为全

部空间权重的集合。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的值通常介于－１ 和 １ 之间，若 Ｍｏｒａｎ′Ｉ 值大于零，表明空间自相关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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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呈现聚类特征，反之表示其空间自相关程度较低，呈现离散特征，若为零则表示不相关，呈现随机特征。
２）局部空间自相关表示在一个小范围区域内其属性值与周围单元属性值的关联程度，一般用其表征单

元间的自相关属性［１７］，计算其 ＬＩＳＡ 指数衡量单元自相关程度差异，其公式为：

ＬＩＳＡ ＝
（ｘｉ － ｘ）

∑ ｉ

（ｘｉ － ｘ） ２

ｎ

∑ ｊ
Ｗｉｊ（ｘｉ － ｘ），ｉ ≠ ｊ （５）

式中，各指数含义同全局自相关中各指数代表含义，若 ＬＩＳＡ 值小于零表示不属相似值的聚类，若大于零表示

为相似值的高值 ＼低值聚类。
２．４　 半方差分析法

ＡｒｃＧＩＳ 的地统计分析模块（Ｇｅ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ｔ）可以通过点要素或栅格要素的值创建一个连续表面以

模拟其空间起伏变化，可借助其中的半变异函数计算以分析研究区生态风险程度的空间分布［２０⁃２２］，其公式

如下：

Ｒ（ｈ） ＝ １
２Ｎ（ｈ）∑

ｎ（ｈ）

ｉ ＝ １
Ｚ（ｘｉ） － Ｚ（ｘｉ ＋ ｈ）[ ] ２ （６）

式中，Ｒ（ｈ）表示半变异函数值，ｈ 表示单元间的距离，Ｎ（ｈ）表示单元总数，Ｚ（ｘｉ）与 Ｚ（ｘｉ＋ｈ）分别表示 ｘｉ、ｘｉ＋ｈ
的风险值。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生态风险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

３．１．１　 全局自相关分析

应用公式（１）计算得到各期各评价单元的生态风险指数，再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空间分析模块进行全局自

相关分析测算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以表征该区域生态风险在空间上是否具有趋同性，来探讨皖江城市带整体空间

模式的变化。 结果如表 １：

表 １　 皖江城市带不同年份生态风险空间分布的 Ｍｏｒａｎ′Ｉ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ｎ′Ｉ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Ｗ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ｅｌｔ

年份 Ｙｅａｒ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Ｍｏｒａｎ′Ｉ 指数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Ｍｏｒａｎ′Ｉ ０．８８４３ ０．８８３４ ０．８８０５ ０．８６９７ ０．８６７５

　 　 ∗Ｐ 值得分及 ｚ 值显示全部结果置信度均为 ９９％

由表 １ 可以看出，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皖江城市带的生态风险指数自相关程度均大于零，且不断下降，其中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段微小下降，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段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段小幅下降，分别从 ０．８８４３、０．８８３４、０．８６９７ 下降

到 ０．８８３４、０．８８０５、０．８６７５，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段下降的幅度最大，从 ０．８８０５ 下降到 ０．８６９７，至 ２０１５ 年其全局自

相关指数达到最低，未来仍有下降的趋势。 皖江城市带的生态风险指数在空间上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现象，
虽然整体略有下降，但幅度不大，各风险单元间存在着较高的关联度，表现为集聚特征与趋同特征。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年，皖江城市带区内是工业化启动的时段，人类经济活动强度不大，对于人类聚居环境的改造也不明显，
城镇布局较为散乱，生态地如林地、草地、水域呈镶嵌状，总体呈现破碎化发展。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逐渐加

速，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区内工业园区纷纷设立，人口不断积聚，城镇规模不断扩张，城市逐渐从中心区向周边

蔓延发展，尤其在各中心城市周边，建设用地不断向外围呈现“摊大饼”式的建设扩展，而林地、草地也逐渐向

人文景观类型过渡，呈连片式、规则化发展趋势。
３．１．２　 局部自相关分析

局部自相关分析更加侧重空间化的表达，可以模拟出相邻的不同单元间的风险自相关程度，且在视觉上

可显著反映出高－高聚类或是低－低聚类所发生的区域。 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的局部自相关分析工具，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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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 ５ 个时间段的 ＬＩＳＡ 分析结果，如图 ３：

图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ｆ Ｗ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ｅｌ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由图 ３ 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皖江城市带的高－高聚类及低－低聚类区基本保持较为稳定的分布格局，高－
高聚类区集中分布于合肥、六安市金安区及舒城县；另外沿长江的周边城市区域也有部分呈现此类空间相关

格局。 生态风险呈现低－低聚类模式的区域主要分布于安庆市西北部靠大别山各县，如潜山县、太湖县、宿松

县、望江县、岳西县等；此外长江以南的部分皖南山区，如池州、宣城等，这些生态风险呈现低⁃低聚类分布的区

域多以山区为主，在受到海拔高度影响下，保留了较为原始的山区面貌，城镇建设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因此始

终保持低－低聚类模式或不显著的分布趋势。
３．２　 皖江城市带生态指数的半变异函数拟合

为进一步了解皖江城市带的生态风险值在空间上的结构及变化情况，将格网化后中心点的生态风险值对

５ 期生态风险数据进行半变异系数模拟，并对比不同模型如高斯模型（Ｇａｕｓｓｉａｎ）、环状模型（Ｃｉｒｃｕｌａｒ）、球状模

型（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线性模型（Ｌｉｎｅａｒ）等，选取最终效果最佳的球状模型进行拟合。 结果如表 ２：

表 ２　 生态风险指数的理论半变异函数模拟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ｅｍｉ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年份
Ｙｅａｒ

模型
Ｍｏｄｅｌ

变程
Ｒａｎｇｅ

块金值
Ｎｕｇｇｅｔ

基台值
Ｓｉｌｌ

块金基台比
Ｎｕｇｇｅｔ ／ Ｓｉｌｌ

１９９５ 球状模型 １７２６８９．７５ ０．４２ ０．６４ ０．６６

２０００ 球状模型 １７４０５０．１７ ０．４２ ０．６６ ０．６３

２００５ 球状模型 １７０８４２．３６ ０．４５ ０．６８ ０．６６

２０１０ 球状模型 １７０８４２．３６ ０．４４ ０．６３ ０．７０

２０１５ 球状模型 １６５７７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６７ ０．６９

由表 ２ 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模拟中的变程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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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 １７２６８９．７５ ｍ 逐渐增加至 １７４０５０．１７ ｍ，至 ２００５ 年再降为 １７０８４２．３６ ｍ，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保持不变，至 ２０１５
年再继续降至 １６５７７０．４５ ｍ，为全时段最低水平，生态风险在空间上互相关联的距离逐渐增大。 皖江城市带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间的块金基台比呈现出“降－升－降”的趋势，１９９５ 年为 ０．６６，２０００ 年降至 ０．６３，２００５ 年重新升

为 ０．６６，２０１０ 年升为 ０．７，２０１５ 年再降为 ０．６９，说明研究区生态风险的变化总体相关性在不断减弱，仅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有微弱降低趋势，随机因素对于生态风险的变化影响逐渐增加，但结构因素

仍占主导作用。
３．３　 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演变

基于半变异函数的模拟结果，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利用空间插值法中的克里格法（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Ｋｒｉｇｉｎｇ）对 ３３２５
个格网单元的生态风险指数进行插值，绘制出 ５ 个时间段的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时空分异图，并根据相对指

标法划分各时段的生态风险指数等级，将结果分为高生态风险（＞０．２５）、中高生态风险（０．２—０．２５）、中生态风

险（０．１５—０．２）、中低生态风险（０．１—０．１５）和低生态风险（＜０．１）５ 个等级，结果如图 ４：

图 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插值图

Ｆｉｇ．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ｐ ｏｆ Ｗ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ｅｌ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由图 ４ 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皖江城市带的生态风险空间差异比较明显，总体沿长江两岸呈对称分布，以
长江为轴向西北、东南方向扩散，生态风险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低生态风险区主要

集中在西南大别山区和南部皖南山区，呈大规模片状分布，此外在皖江城市带北部也有小块低生态风险区，主
要集中于滁州北部的低山丘陵区。 中低生态风险区主要沿长江两岸呈现条状分布，与低生态风险的变化趋势

轮廓保持一致。 中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皖江城市带以耕地为主的平原地区，但由于开发强度的增加，大量

耕地被转化为生态风险指数更高的建设用地，同时有较大范围的中生态风险区被转换为中高生态风险区与高

生态风险区。 中高生态风险区与高生态风险区主要出现在合肥、芜湖两市及沿江城市中心建成区，中高生态

风险区以高生态风险区为核心向周围蔓延扩散，且高生态风险区在不断扩张，这类地区经济、产业都十分发

达，人口大量聚集，集中连片的建设使得高生态风险区迅速蔓延，未来需要对此加强生态建设，改善城市内部

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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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的时序变化特征分析

根据五期皖江城市带各格网单元的生态风险指数统计（图 ５）可得知，１９９５ 年其生态风险指数位于 ０．
０４２—０．３６７ 区间，平均值为 ０．１４８，２０００ 年其生态风险指数位于 ０．０４２—０．３６９ 区间，平均值为 ０．１４９，２００５ 年其

生态风险指数位于 ０．０４２—０．３８８ 区间，平均值为 ０．１４９，２０１０ 年其生态风险指数位于 ０．０４２—０．３８８ 区间，平均

值为 ０．１５２，２０１５ 年其生态风险指数位于 ０．０４２—０．３８９ 区间，平均值为 ０．１５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皖江城市带的生

态风险指数的平均值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０．１４８ 增长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０．１５３，表明尽管整体上皖江城市带的生态风险水平

都较低，生态威胁不明显，但也出现了部分高生态风险区聚集发展的现象。

图 ５　 皖江城市带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生态风险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ｅｌ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为了更好的比较不同时期内生态风险指数的变化情况，将后一年的生态风险值减去前一年的生态风险

值，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的栅格计算器工具对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和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的生态风险变化进行计算，若栅格相减值相差 １ 则代表该栅格单元的生态风险指数小幅度的

增加或减少，若栅格相减值相差 ２ 则代表该栅格单元的生态风险大幅度的增加或者减少，将栅格计算结果输

出，得到图 ６：
由图 ６ 可知：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以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间，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

总体呈现小幅增加与波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间，研究区内出现生态风险小幅增加的地区主要分布于合肥、滁
州、马鞍山、芜湖等周边较少的区域，呈环状增加，这是由于城市在不断向周边扩展导致的，此时间段内生态风

险的增加仍属于不明显的缓慢增长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在合肥、安庆、马鞍山地区出现了新的生态风险

增加的现象，随着城市的开发建设，生态风险也不断提高，呈环状向周边扩张，受退耕还林、农业种植影响，上
个时间段呈现增长趋势的区域在此时间段也消失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间，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生态风险数

值出现增加的区域除合肥市外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由前期的零星分布逐渐蔓延成片状发展模式。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间，较上一时期生态风险在空间上的变化相对温和，主要分布于合肥周边以及长江南岸（芜湖、铜陵），
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区则无变化，这也说明人类活动的加剧是生态风险提高的主要原因。 整个研究期内，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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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变化特征图

Ｆｉｇ．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ｐ ｏｆ Ｗ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ｅｌ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江城市带的生态风险变化更加强烈的区域仍只出现在沿江各城市，说明城市是生态风险扩张的主要来源，此
外，在西南大别山区与南部皖南山区，生态风险几乎没有变过，表明生态风险分布的两级分化情况严重。 如何

调整区域间的差异，更好地利于整体环境的发展以及生态的改善是今后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基于以上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
（１）研究期内，皖江城市带的生态风险指数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虽然整体略有下降，但幅度

不大，各风险单元之间表现出集聚特征与趋同特征。 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指数的自相关程度均大于零，且有

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时间段的下降幅度最大，从 ０．８８０５ 下降到 ０．８６９７，至 ２０１５ 年其全局自相

关指数达到最低。 研究区内北部高－高聚类区域出现了明显的缩小趋势，在城镇发展初期往往呈现较为混乱

的无序发展方向，风险往往呈现高－高聚类现象，而随着城镇建设水平的提高、退耕还林及生态环境的改善，
这种生态风险自相关模式也会由高－高聚类逐渐转变为不显著的分布状态。 但在城市中心如合肥城区、六安

市金安区城区，不同时段始终保持高－高聚类模式，主要是由于城市中心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口相对密集，
因此人类活动影响最为强烈，土地的开发强度较高。

（２）随着经济发展、人类活动的增强及城市建设发展的差异，皖江城市带沿江地区土地利用形式的改变

导致的生态风险的空间差异也逐渐增大，生态风险强度相关距离逐步提高。 在西南部大别山区及皖南山区由

于旅游业的进步，对生态的保护意识逐渐加强，加上部分山区的开发难度增大，其变程增速逐渐变缓，甚至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间出现增长停滞现象。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模拟中的变程先升后降，至 ２０１５ 年

降至 １６５７７０．４５ ｍ，为全时段最低水平，生态风险在空间上互相关联的距离逐渐增大。
（３）总体上皖江城市带的生态风险随时间推移有明显的小幅度增加趋势，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 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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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芜湖、马鞍山、铜陵等沿江城市是生态风险变化明显增强的区域，西南大别山区与南部皖南山区生态风险

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低海拔和低坡度的平原、丘陵地带是生态风险增加的区域，区域内生态风险分布的两极分

化特征明显。
４．２　 讨论

自古以来人类就择水而居，沿江区域日渐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区。 伴随各种社会经济活动强度的变

化，土地利用形式也随之发生演化。 在土地利用中，每一单元的土地都可能承担多种生态功能，从空间上将生

态服务功能和面临的主要生态危机作为辨识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区域的关键性生态空间。 随着长江

经济带战略的实施，沿江区域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空间载体，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区域，有必要持续

关注和研究其面临的生态风险及其演化规律。 本文对皖江城市带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风险评估，既有利

于推动生态安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也对安徽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保护长江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指导意

义。 但本研究只是将皖江城市带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来进行研判，而没有考虑区域间的能量、物质的交换会

带来生态安全的影响，因此这一假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几种空间分析方法虽然可以揭

示皖江城市带生态风险在整体上的空间变化趋势，从生态风险各单元指数在空间上是否呈现聚类、分散或随

机分布的角度分析生态风险空间变化，但仅仅研究了生态风险变化量及其空间上的差异，而未能识别具体区

域生态风险程度以及区域生态风险发生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第三，研究内容上仍然过于粗略，未能深入

甄别何种经济活动诱发了生态风险的发生，同时生态系统的自恢复能力在何种程度上予以抵消这种负面效

应，对于解决现实问题有一定的局限。 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无论是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以及针对解决现实问

题的能力等方面有待继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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